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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分析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得分和脑电额叶 α 频段的变化，探讨单次高强度间歇运

动对抑郁群体大学生正负性情绪和额叶 α 频段偏侧化的影响。方法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筛选处于轻度和中

度抑郁情绪状态的在校大学生 38 名，采用掷硬币的方法随机分为高强度间歇运动组（19 人）和对照组（19 人）。

高强度间歇运动组进行 20 min 的单次高强度间歇运动，对照组静坐 20 min。于干预后间隔 1 周，再次采用 SDS 测

试被试的抑郁评分。在干预前和干预后即刻，采用 PANAS 测试两组被试的情绪状态，采用脑电地形图仪采集被试

静息状态下额叶 α 频段功率值。比较干预前后两组被试 PANAS 得分、SDS 得分和额叶 α 频段总功率及偏侧化的变

化。结果 与干预前相比，高强度间歇运动组被试干预后 SDS 得分下降，正性情绪得分增高，负性情绪得分降低 
（P 均＜0.05）；对照组干预前后上述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与干预前相比，高强度间歇运动组

被试干预后右额叶 α 频段总功率值增高（P＜0.05），额叶 α 频段偏侧化均得到改善（P 均＜0.05）；与干预前相比，

对照组干预后左、右额叶 α 频段总功率值均增高（P 均＜0.05），但额叶 α 频段偏侧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单次高强度间歇运动能有效改善大学生的情绪及额叶 α 频段偏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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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ingle high-intensity interval exercise on emotion and lateralization of frontal lobe α frequency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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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ingle high-intensity interval exercise 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and lateralization of frontal lobe α frequency band in depressed college students by analyzing the changes of the 
sco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 and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GG) α frequency band at the frontal 
lobe. Methods A total of 38 college students in mild and moderate depressed mood were screened by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high-intensity interval exercise group (n＝19) and control group (n＝19) by 
coin toss. The high-intensity interval exercise group performed single high-intensity interval exercise for 20 min,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sat still for 20 min. After the intervention, SDS was used again to test the depression scores of the subjects  
1 week later. Before a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intervention, PANAS was used to test the emotional state of the subjects, and 
the power values of frontal lobe α frequency band of the subjects at rest were collected by EGG topographic map. The PANAS 
scores, SDS scores and the changes of total power of the frontal lobe α frequency band and lateralization of the 2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SDS scores of the subjects were decreased, the positive emotion 
scores were increased, and the negative emotion scores were decreased in the single high-intensity interval exercise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all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bove indexes in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or after 
intervention (all P＞0.05). The total power values of the right frontal lobe α frequency band of the subjects were increas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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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精神障碍，是全世界

共同关心的公共卫生问题［1］。同时，抑郁也是大学

生群体最常见的心理卫生问题，研究显示，我国大

学生的抑郁症状检出率高达 24.71%［2］。长期处于抑

郁情绪状态会导致人的情感低落、注意力不集中、

学习工作能力下降等，严重者甚至伴有消极自杀观

念或行为［3］。抑郁的主要临床特征是情感功能障碍

和认知障碍，两者均与不同脑区功能障碍有关。脑

电图作为一种非侵入式大脑皮质神经电活动变化的

研究手段，是获取抑郁症患者大脑病理变化、客观

评定抑郁症状的有效方法。额叶脑电不对称性是衡

量半球之间不协调的量化指标，已被很多研究作为

反映人类情绪状态的关键指标［4-6］。大脑激活的不

对称性与情绪密切相关，抑郁人群脑电信号异常发

生在额叶 α 频段，左侧额叶活动与积极情绪状态有

关，右侧额叶活动则与消极情绪状态有关［7-9］。

近年来，运动疗法在抑郁症的治疗中备受关

注。运动能够有效改善抑郁症状，并且具有依从性

高、成本低、不良反应少、抗抑郁效果持续稳定

等优点［10］。有证据表明高强度间歇运动对抑郁症

状的改善效果优于中等强度运动［11］，高强度运动

会诱导运动后皮质醇立即增加，影响大脑振荡活动

和脑电的 α 不对称，且静息状态的额叶 α 不对称可

以预测运动后的情感反应［12-15］。本研究以中、轻

度抑郁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单次高强度间歇运

动、额叶 α 频段偏侧化和情绪三者之间的关系。

1 对象和方法

1.1 实验对象及分组 根据自愿原则，向上海立信

金融会计学院在校大学生发放抑郁自评量表（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测试其近 1 周以来

的抑郁情绪。SDS 由 20 个条目组成，总分为各单

项分值相加乘以 1.25 所得分数的整数部分，＜53
分为正常，53～62 分提示轻度抑郁，63～72 分提

the high-intensity interval exercise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P＜0.05), and the lateralization of the frontal lobe α frequency 
band was improved (both P＜0.05); the total power values of the left and right frontal lobe α frequency band were increa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both P＜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ateralization of the 
frontal lobe α frequency band (P＞0.05). Conclusion Single high-intensity interval exercis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mood and lateralization of frontal lobe α frequency band.

［ Key words ］ single high-intensity interval exercise; depression; electroencephalography; α frequency band; 
lateralization

［Acad J Naval Med Univ, 2022, 43(10): 1211-1216］

示中度抑郁，≥73 分提示重度抑郁［16］。筛选并招

募轻度或中度抑郁（SDS 得分为 53～72 分）在校

大学生 40 名。被试均为右利手，身体健康；测试

前 1 d 不参加剧烈运动，且禁止饮用含咖啡因或酒

精的饮品。采用掷硬币的方法将被试随机分为高强

度间歇运动组（20 人）和对照组（20 人），两组

因无法完成既定运动强度和中途退出实验各流失被

试 1 名，实验最终纳入样本 38 名。高强度间歇运

动组男 6 名、女 13 名，年龄为（19.95±1.02）岁，

BMI 为（22.1±2.52）kg/m2，干预前 SDS 得分为

（55.86±3.64）分；对照组男 4 名、女 15 名，年龄

为（19.74±0.81）岁，BMI 为（21.5±4.13）kg/m2， 
干预前 SDS 得分为（56.13±3.72）分。两组被试

性别、年龄、BMI、干预前 SDS 得分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 均＞0.05）。本研究获得上海体育学

院伦理委员会审批（102772021RT004），所有被

试参与研究前均知晓本研究详细的测量流程及可能

存在的风险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干预方法 高强度间歇运动采用室内跑步机

（Runner 690，上海优菲健身用品有限公司）进行

运动。正式运动全程 20 min，由运动心率为 90%
最大心率（maximal heart rate，HRmax）的高强度跑

台 2 min 和运动心率低于 70% HRmax 的跑台慢跑或

快走 3 min 交替进行。HRmax 采用 Gellish 等［17］的

公式进行计算：HRmax=207－0.7×年龄。运动全程

佩戴心率带（Polar H10，芬兰博能电子有限公司）

监测实时心率，每 2 min 主试会询问被试的主观

运动强度感受，辅助填写自觉疲劳程度（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RPE）量表［18-19］。为确保运动

的安全性，在运动前和运动后分别设置了 5 min 的

热身活动和放松活动。对照组被试到实验室后，仅

熟悉环境并静坐休息 20 min，不进行任何运动。

1.3 脑电测定及数据处理 于干预前和干预后即

刻，采用脑电地形图仪（NCERP-190012，上海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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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电气有限公司）进行脑电测定。使用 16 单极导

联记录脑电信号的多项指标，配有前置放大器，采

样频率为 500 Hz，高通滤波器为 0.3 Hz，低通滤波

器为 30 Hz，其中 α 波频率为 8～13 Hz。实验室测

试环境为隔音、通风的暗室，测试前告知被试此次

实验需采集干预前和干预后 2 次 10 min 静息脑电

图，被试到实验室后，先熟悉环境并休息 20 min。
连接脑电地形图仪，安装好支架电极，并将阻抗调

至低于 5 kΩ。电极安装采用国际脑电图学会规定

的 10/20 系统电极放置法，导联电极放置在左前额

区（Fp1）、右前额区（Fp2）、左后额区（F3）、

右后额区（F4）、左中央区（C3）、右中央区（C4）、

左顶区（P3）、右顶区（P4）、左前颞区（F7）、

右前颞区（F8）、左枕区（O1）、右枕区（O2）、

左中颞区（T3）、右中颞区（T4）、左后颞区（T5）、

右后颞区（T6），接地电极放置在额正中，参考

电极放置在双侧耳垂（A1 和 A2）［20］。记录被试

静息状态下左额叶（Fp1、F3）和右额叶（Fp2、
F4）脑电 α 频段功率值，剔除前 2 min 数据和明

显伪迹，截取后 8 min 静息脑电数据，经傅里叶变

换，并进行自然对数转化。左、右额叶 α 频段总功

率值分别记为 Fp1＋F3、Fp2＋F4，偏侧化指标记

为 Fp2－Fp1、F4－F3（计算公式为 lnR－lnL，其

中 R 为前额右侧通道的功率，L 为前额左侧通道的 
功率［21］）。

运动后待被试心率恢复至安静水平时进行静

息脑电测试，以减少体温、心跳、血流量等因素对

脑电图的影响。测试期间要求被试闭上双眼，两手

自然放在身体两侧，尽量减少吞咽，全程可选择最

舒适的坐姿，保持放松状态。

1.4 情绪和抑郁状态评估 于干预后间隔 1 周，

再次采用 SDS 测试被试的抑郁状态。于干预前和

干预后即刻，采用正负性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PANAS）评估被试情绪，

通过限定指导语告知被试根据当下的情绪填写问

卷。该量表由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 2 个维度组

成，共 20 题，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相应的情绪体验

程度越高［22］。本研究正、负性情绪维度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分别为 0.84、0.79。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所有计量资料均服从正态分布，采用 x±s表示，

组内干预前后的数据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两组

间数据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检验水准（α）
为 0.05。

2 结 果

2.1 两 组 被 试 干 预 前 后 抑 郁 和 情 绪 得 分 的 
比较 由表 1 可见，干预前两组被试之间 SDS 得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基线水平一致；

干预后间隔 1 周再次测试，高强度间歇运动组 SDS
得分与干预前相比降低（P＜0.01），对照组 SDS
得分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并且干预后高强度间歇运动组 SDS 得分低于对照

组（P＜0.01）。由表 2 可见，干预前两组被试之

间正、负性情绪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05），两组基线水平一致；干预后即刻，高强度

间歇运动组 PANAS 正性情绪得分较干预前增高、

负性情绪得分较干预前降低（P 均＜0.05），对照

组干预前后正、负性情绪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均＞0.05），并且干预后高强度间歇运动组正

性情绪得分高于对照组、负性情绪得分低于对照组

（P 均＜0.05）。

表 1 两组被试干预前后 SDS 得分对比

n＝19, x±s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1 周 t值 P值

高强度间歇运动组 55.86±3.64 50.17±6.44 3.79 ＜0.01
对照组 56.13±3.59 55.54±4.34 0.78  0.45
t值 －0.28 －3.02
P值  0.82 ＜0.01

SDS：抑郁自评量表.

表 2 两组被试干预前后 PANAS 得分对比

n＝19, x±s

组别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
干预前 干预后即刻 t值 P值 干预前 干预后即刻 t值 P值

高强度间歇运动组 32.11±8.08 34.90±7.38 －2.43 0.03   22.90±10.67 19.11±7.94 2.61 0.03
对照组 30.47±4.68 30.05±5.37  0.45 0.66 26.90±9.01 25.74±8.20 1.17 0.26
t值 －0.76 －2.31 1.25 2.53
P值  0.45  0.03 0.22 0.02

PANAS：正负性情绪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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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 组 被 试 干 预 前 后 额 叶 α 频 段 偏 侧 化 的 
比较 由表 3 可见，干预前两组被试之间左、右

额叶 α 频段总功率值（Fp1＋F3、Fp2＋F4）和额

叶 α 频段偏侧化（Fp2－Fp1、F4－F3）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 均＞0.05），两组基线水平一致。

干预后即刻，高强度间歇运动组被试右额叶 α 频段

总功率值（Fp2＋F4）比干预前增高（P＜0.05），

左额叶 α 频段总功率值（Fp1＋F3）与干预前相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额叶 α 频段偏

侧化（Fp2－Fp1、F4－F3）与干预前相比均改善 
（P 均＜0.05）；干预后即刻，对照组左、右额叶 α
频段总功率值（Fp1＋F3、Fp2＋F4）均增高（P均＜ 

0.05），但额叶 α 频段偏侧化（Fp2－Fp1、F4－F3） 
与干预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 
预后即刻，两组左、右额叶 α 频段总功率值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均＞0.05），高强度间歇运动组被

试额叶 α 频段偏侧化（Fp2－Fp1、F4－F3）均轻

于对照组（P 均＜0.05）。

表 3 两组被试干预前后左、右额叶 α 频段总功率值和额叶 α 频段偏侧化对比

n＝19, x±s

组别
Fp1＋F3 Fp2＋F4

干预前 干预后即刻 t值 P值 干预前 干预后即刻 t值 P值
高强度间歇运动组 42.16±13.48 44.49±16.01 －1.17 0.26 38.57±11.67 43.74±15.96 －2.64 0.02
对照组 33.82±12.59 44.84±18.23 －5.03 0.01 31.81±12.59 39.19±16.36 －2.67 0.02
t值 1.91 －0.06 1.72 0.87
P值 0.06 0.95 0.10 0.39

组别
Fp2－Fp1 F4－F3

干预前 干预后即刻 t值 P值 干预前 干预后即刻 t值 P值
高强度间歇运动组 －0.03±0.07  0.02±0.08 －2.51 0.02 －0.15±0.18 －0.05±0.13 －2.30 0.03
对照组 －0.04±0.15 －0.11±0.24 －0.65 0.29 －0.09±0.22 －0.18±0.22  1.31 0.08
t值 0.28 2.32 －0.98 2.09
P值 0.78 0.03  0.34 0.04

Fp1＋F3：左额叶α频段总功率值；Fp2＋F4：右额叶α频段总功率值；Fp2－Fp1、F4－F3：额叶α频段偏侧化.

3 讨 论

本研究探讨了单次高强度间歇运动对抑郁群

体大学生正负性情绪的影响，以及单次高强度间歇

运动前后抑郁大学生脑电额叶 α 频段偏侧化的变

化。研究结果显示，单次高强度间歇运动后抑郁大

学生正性情绪得分增高、负性情绪得分降低。运

动对改善抑郁症状有重要作用，且与运动形式、强

度、频率、时间密切相关［23］，其中运动强度是影

响运动情绪的关键因素之一。高强度间歇运动采

取多次高、低强度运动重复交替的模式，能最大化

地诱发机体产生应激反应，更强地刺激中枢神经系

统，避免持续运动的疲劳机制，从而促使皮质醇更

快恢复至正常水平；同时，运动通过刺激杏仁核、

海马体、下丘脑等多个脑结构组织，影响 5- 羟色

胺、多巴胺等与抑郁密切相关的神经递质的合成与

释放［24］，从而诱发更低的负性情绪［25-26］。为观察

抑郁群体大学生单次高强度间歇运动后抑郁评分的

改善情况，本研究在单次运动后间隔 1 周再次进行

SDS 评分，结果显示高强度间歇运动组 SDS 得分

与运动前相比降低，而对照组 SDS 得分与运动前相

比无明显变化，表明单次高强度间歇运动能改善抑

郁群体大学生的抑郁症状、减少抑郁情绪的产生，

且运动的效益时长达到了 1 周。

额叶脑电图不对称是预测抑郁风险的神经生

物学标志，是衡量左、右额叶区域脑电图 α 波功率

差异的主要方法，具有较高的内部信度和重测信 
度［27-28］。α 频段是大脑生理状态的标志性节律，额

叶α波活动既是神经中介又是情感体验的调节器［4］。 
研究发现，静息脑电额叶不对称能预测大学生抑 
郁［29］，而通过改变额叶不对称可以治疗抑郁［30］。

单次运动会影响脑电额叶 α 波不对称，静息脑电额

叶 α 波不对称可以预测运动后的情感反应，并与

运动强度相关［12-15］。Blanchard 和 Rodgers［31］研究

发现，中等持续时间（15～30 min）的锻炼会促使 
α 波的活力和额叶脑电图不对称性显著升高，而运

动 30 min 后会受到倒U 型剂量反应关系的影响，呈

现负效价情感状态［32］。因此，本研究选取 20 min 
的高强度间歇运动对抑郁大学生进行运动干预，结

果显示单次高强度间歇运动 20 min 后，额叶 α 频段

偏侧化指标与运动前相比明显改善，F4－F3 负数

差值变大、Fp2－Fp1 差值由负转正，这与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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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33-34］一致，说明单次高强度间歇运动可作

为介导大脑左右半球功率值差异的情绪诱发行为，

促使抑郁群体大学生负性情绪向正性情绪转变。

大脑额叶是调节情绪的工具，与情绪活动密切

相关，但目前对运动改善额叶大脑活动的原因尚不

明确。Craig［35］提出运动会导致交感神经反馈到中

枢神经系统的偏侧化，主要影响右前岛叶区域的兴

奋性，而岛叶区域的兴奋可能会影响记录脑电图覆

盖的背侧前额叶皮质，促进右额叶（F4）激活［36］。 
本研究结果显示，抑郁大学生单次高强度间歇运动

后右额叶 α 频段总功率值（Fp2＋F4）上升，负性

情绪得分下降，这与 Craig［35］的设想一致。说明单

次高强度间歇运动能增加 α 频段功率值，更大程度

地激活抑郁大学生右额叶活动，从而影响抑郁大学

生个人情感反应，使其负性情绪得到改善。此外，

抑郁人群脑电图额叶不对称可能与额叶边缘和皮

质下脑区功能受损有关［37］，而高强度间歇运动能

增加丘脑 -皮质反馈，促进 5- 羟色胺能和多巴胺能

神经元的分化与生长［26］，诱导丘脑 -皮质或丘脑 -

网状 -皮质回路增加额叶脑电活动［38］，从而可能

会影响运动后的情绪反应。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单次高强度间歇运

动能有效缓解轻中度抑郁大学生负性情绪、改善其

抑郁症状，其作用机制可反映为额叶 α 频段功率值

上升，右侧额叶激活更明显，左、右脑区额叶 α 频

段偏侧化程度降低。在未来研究中，应进一步增加

被试样本量，并严格控制体育锻炼形式、时间、强

度等调节变量，丰富单次体育锻炼对抑郁人群情绪

改善的神经机制，以期为大学生抑郁缓解提供更为

科学、精准的运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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